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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技术的推动、新需求的产生以及新国情的需要等时代背景下，我国“新文科”产生并具有一系

列新特性: 学科交叉、知识应用、适应国情。我国“新文科”源于新国情，适应新国情，从而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

“新文科”的两大本质特征: 一是它是一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国家工程; 二是“新文科”建设强调对中国传统

优秀文化的执着坚守和传承。“新文科”建设在人才培养方面应注重创新、适应与卓越，课程设置及教学手段等

适应时代发展特征; 在学术研究方面应注重技术化、跨学科性及应用性; 在社会服务方面应顺应国家、社会需求;

在管理方面应模糊学科界限，建设跨学科平台，扶持特色、优势学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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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之前的半

个月，中共中央在所发文件里提出“高等教育要努

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简称“四

新”建设) ，正式提出“新文科”这一概念。2019 年

4 月 29 日，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在天津

联合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启动大会，标

志着国家“四新”建设工程正式开启。由此，“新文

科”从概念提出走向正式实施。2019 年 6 月 20
日，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指出:

作为一项战略部署，国家试图通过实施“六卓越一

拔尖”计划 2．0，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提高

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最终实现“四新”建

设总目标，并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让新文科这个

翅膀硬起来，中国高等教育飞得才能平衡、飞得

高”。［1］“新文科”这一国家战略的启动，将对未来

中国大学文科、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产生巨大

影响。因此，“新文科”也极其自然地成为学界尤

其是教育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新文科”
源于何处? “新”在哪里? “新文科”建设路径有

哪些?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文科”溯源

何谓“新文科”? 这一概念未见官方正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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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国学界对于“新文科”的界定，多从与传统

文科的对比来进行。如冯果认为:“新文科是相对

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对传统文科的提升，其目的

在于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以广博的学术视

角、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为基础，为

学生提供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素养训练，是对

快速变革的社会生活的主动回应。”［2］也有学者注

意到“新文科”的中国特色问题，如马骥认为: “新

文科是基于全球新技术发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

注重通过文科内部融通、文理交叉融合来研究、认
识和解决学科本身、人和社会中的复杂问题，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科知识体系，并引领学科

发展。”［3］总之，学界对“新文科”的界定可谓是见

仁见智。界定“新文科”，首先得弄清它从哪里来。
( 一) “新文科”概念追溯

在我国，“文科”称谓早已有之，一般作为“人

文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 的总称。时下兴起

的“新文科”却是个新词。
有学者认为，“新文科”的提出源于欧美国家

传统文科的式微。吴岩指出: “常有一种说法认

为，‘新文科’的产生是由于欧美国家近年来文科

式微，学生不再报名、选课，文科教师因此产生危

机感，为了减缓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他们开始了

创建新文科的努力。”［4］ 但文科的式微，并不是近

年来才有的现象。乔·古尔迪 ( Jo Guldi) 就曾指

出，“最近的半个世纪，整个人文学科一直处于危

机之 中，虽 然 危 机 在 每 个 国 家 的 表 现 有 所 不

同”［5］。J．康利认为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

科学 拥 有 的 自 信 心，到 了 八 十 年 代 已 变 为 绝

望”［6］。利奥塔 ( Jean－Francois Lyotard) 甚至宣称

“死掉的文科”［7］。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新文科的

提出与传统文科的不足似乎没有直接联系”［8］。
其实，“新文科”一词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时

期就曾出现过，尤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各种报

纸杂志屡屡出现“新文科”字样。“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新文科”是相对于当时所说的“旧文科”
( 尤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

命”之前的十七年文科教育) 而言。当时的“旧文

科”被指责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

脱离生产劳动”［9］。“新文科”就是要改变这“三脱

离”，做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密切联系工

农群众，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具体做法有: 改变

旧的教学内容、方法和组织，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精减课程内容，实施开门办学等。［10］在史称“十年

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文科事业发展遭遇

到巨大冲击，有些学科甚至遭受灭顶之灾，如心理

学被称为“伪科学”而被勒令取缔。“文化大革

命”所提出的“新文科”早已受到批判。显然，当下

所说的“新文科”概念并非源于此。
学界一般认为: “新文科”概念源于美国。教

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

认为:“2017 年美国西拉姆学院率先提出‘新文科’
概念，他们所阐释的新文科主要是专业重组，不同

专业的学生打破专业课程界限进行综合性的跨学

科学习。”［11］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然而，打破专

业界限进行跨学科学习绝非美国西拉姆学院的首

创。早在 1926 年，“跨学科”( interdisciplinary) 一

词便在美国出现。随着学术研究的综合化不断加

强，“跨学科”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70 年

在法国召开了首届跨学科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1976 年，第一份国际跨学科学术杂志《跨学科科学

评论》(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Ｒeviews) 问世。我国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开始重视跨学科问题。1985
年，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召开，《未来与

发展》杂志于 1985 年第 1 期刊发了《跨学科学》论

文。［12］而且，美国教育界对西拉姆学院的改革也并

不乐观。［13］就我国“新文科”来说，也非仅仅局限

于专业重组、学科交叉，还有许多新的特征，如强

调中国特色，强调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等。
以上分析表明: “新文科”的提出与传统文科

的式微并无直接联系，与“文化大革命”中所提的

“新文科”毫不相干，与美国西拉姆学院所提的“新

文科”也有迥异之处。那么，当前我们所言的“新

文科”究竟源于何时，出自何处呢?

( 二) “新文科”概念的实源

当前我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源于 2018 年 8
月，中共中央要求“高等教育要努力发展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中国“新文科”概念的

提出至少与三个方面有关: 新技术的推动、新需求

的产生以及新国情的要求。
1．新技术改变了文科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

方式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虚拟技术等进入各个学科，人文社会学科

深受其影响。在此背景下，“新文科”特别强调新

技术。就学术研究而言，例如传统历史研究强调

考证，强调做卡片，强调资料平时一点一滴的积

累。而互联网、大数据改变了这种学术研究方式。
有学者分析，目前大部分历史学研究资料几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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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数据化，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汉籍全文

检索系统、二十五史多媒体全文检索阅读系统、国
学宝典等，研究资料的数据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历

史研究者的工作手段和条件，考据学家恐怕要失

业了。［14］就人才培养而言，原有人才培养很大程度

上是为了传承，现在人才培养很大程度上强调创

新; 原有的授课方式是粉笔加黑板，现在的人才培

养方式则更加多元; 原有人才培养不存在的问题

现在随着新技术的推动而不断涌现，如网瘾、上课

玩手机……这些新技术使得文科不得不打上新时

代的烙印，迫使文科迎接新技术的挑战。无论是

学术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发

生了巨大变化: “过去是纸质文献，现在是数字文

献; 过去运用拼音、四角号码、笔画等检索手段查

资料，现在可以用强大的搜索引擎进行地毯式检

索; 过去用手工画，现在可以利用数据产生各种可

视化效果; 在教学手段上，也有了智慧黑板、远程

教学和慕课等新形式。”［15］

官方表述与学界声音也都强调新技术发展对

文科发展带来的影响。例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司长吴岩指出: “世界的新变革，使得新文科的改

革势在必行”，新文科“不仅要传承传统的、经典的

文化，还要展示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产业技术

革命交叉融合产生的新变化。”［16］ 邓绍根教授指

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奔腾而

至，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模式、价

值理念。文科教育面临全方位的深刻变革需求，

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17］

2．新需求要求文科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方面

追求创新与卓越

随着新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需求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一是社会对传统文科所培养人才的需

求大量减少; 二是社会需求的新型人才供给不足。
很多传统的劳动让位于人工智能，传统人才已不

符合社会需要。这不仅对理工科造成很大的冲

击，对文科也是如此。例如广告业，纸质媒体时代

所需的人才与现在自媒体时代所需的人才有很大

差别。有学者称: “互联网诞生之前，广告业的竞

争仅仅依靠追求精妙创意、大制作、大媒体，随着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广告的传统模式渐渐开始崩

塌，广告不仅在呈现形式上更加多样化，其传播方

式也发生了变化，信息流动从单向转向双向，追求

互动成为互联网时代广告的精髓之一。”“广告企

业在招聘时，对网络技术人才的需求最大”［18］。当

前社会减少了对劳动密集型人才的需求，更多地

需要知识密集型、知识综合型、知识创新型人才。
吴岩指出，我国“新文科”建设的理由之一就

是“从中国发展来看，新时代呼唤新文科”。“高

校要成为新时代中国先进文化创造弘扬传播的策

源地，要加快文科发展的步伐，只有在‘卓越’和

‘拔尖’中做得更好，才能让文科教育在中国经济

社会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方法论和指导思想的作

用。”［16］林文勋认为: “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

展，必须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

目标，追踪学科前沿，不断加强咨政建言、服务社

会的能力，提升为人文社会科学社会服务的贡献

度与美誉度。”［19］

3．新国情促使文科应具中国特色与走向世界

舞台中央

当下我国所面临的新国情可以概括为: 在国

内，创建中国特色，树立文化自信，文科是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国际上，随着中国大国

崛起，在世界学术舞台上要发出中国声音。
2016 年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求“按照立足中

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

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

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
“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

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

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

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20］

吴岩指出:“‘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面貌发生前所未有变

化的伟大时代;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走向成熟的

伟大时代; 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

断提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解决人类问题

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伟大时代。”［21］“培养

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

科学家同样重要。不仅要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思

想、中国制度，还要发出中国学派的声音。”文科教

育“关系到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的养成”［16］。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再局

限于中国视野、中国格局、中国坐标，而是置于世

界舞台、全球格局、国际坐标，不仅要参与国际竞

争，还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参与国际高等教

育标准的制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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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文科”的特性

( 一) 当前学界的声音

“新文科”“新”在哪里? 学界的观点不一，可谓见

仁见智，或强调某一方面之“新”，或全面分析其“新”。
一是强调某一方面之“新”。如陈跃红强调“新文

科”之“新”在于创新:“眼下提倡的新文科，不是新旧之

新，而是创新之新，是立足于新科技时代，为了未来创

新型人才培养，对文科提出的提升要求。换言之，是要

打造‘2．0 版新文科’。”［22］魏琛分析“新文科”建设之

“新”:“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建设的交叉融合性、开放

包容性与技术人文性，以求同存异、互鉴共进、协同发

展为核心基准。”［23］

二是全面分析其“新”。如刘艳红认为，“新文

科的‘新’主要体现在学科协同之新、信息技术融

入之新、人才培养模式之新等方面”［24］。樊丽明认

为“新文科”有四点“新”: 新科技革命与文科的融

合化发展，历史新节点与文科新使命，进入新时代

与文科中国化，全球新格局和文科国际化。［11］ 周

毅、李卓卓提出新文科的特征有四个: 新交叉、新

功能、新范式、新路径。［25］ 夏文斌强调四“新”: 一

是服务国家战略上有新要求; 二是促进学科的交

叉和融合; 三是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四是人文

精神的现代传承。［26］

学者 们 从 不 同 角 度 各 自 阐 释 了“新 文 科”
“新”在哪里，这将有助于人们了解“新文科”之

“新”。但有几个问题尚需探讨: 一是有学者将传

统文科同样、始终强调的内容也阐释为“新文科”
之“新”，如传统文科也强调人文精神的培养，这就

难免有牵强之感; 二是有学者将“新文科”本身具

有的内容之“新”与如何建设“新文科”的举措之

“新”混为一体，这将“新文科”的建设路径、方法

选择异化为特点本身; 三是有学者特别强调“新文

科”之“新”在于“创新”，忽略了传统文科的合理

部分，忽略了“新文科”应包括对中国的优秀传统

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其实，“文科”( 文化) 建设应

当审慎使用“创新”一词。［27］时常有人将“创新”误

读、误解、误作为翻新( 一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变

换) ，而将“复兴”误读、误解为复古甚至复辟。其

实，创新不仅是对传统糟粕成分的坚决剔除，也有

对优秀传统执着坚守和继承; 不仅是对问题现实

的无情批判，也有对现实成果的总结和提炼; 不仅

是对未来收益预期的充分前瞻和恰当估计，也有

对潜在风险可能的理性、冷静的预判和提醒。
那么，当前中国“新文科”之“新”到底体现在

哪些方面呢?

( 二) 我国“新文科”之“新”

任何概念的提出，都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背

景，我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也不例外。从“新

文科”概念溯源里，我们可以看出，当今时代的新

背景至少体现为新技术的发展、新需求的产生、新
国情的要求。在此新背景之下，文科呈现出一系

列新特点，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学科之间的

交叉变得越来越多，不仅文科内各学科的交叉变

得越来越明显，文理之间的交融也越来越需要。
二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知识在应用下生产，知识

为未来生产。三是文科发展需适合国情发展需

要，要体现中国特色，在世界舞台上发声。
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说，新技术的发展促进

了学科之间的交叉。“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大潮中出现了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

技术等大量新兴技术，人文社会科学与科技强国

战略相匹配，与理学、工学新兴领域进行交叉融

合，成为新文科的重要内容之一。”［28］新需求促使

学科交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需求也不

断变化，促进了交叉学科的发展。一方面，社会对

人才提出新需求。例如，李秀娟等人从人才需求的

角度提出交叉仿生学科及其专业设立的必要。［29］另

一方面，社会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越来越需要多学

科。例如南海争端问题，有人以 1998—2016 年在

CSSCI 和 Web of Science 上南海争端相关文章的期

刊与图书类引文为样本，发现文献涉及的学科众

多。例如发表在 CSSCI 期刊上的论文涉及的学科

包括政治学、法学、军事学、新闻学、经济学、历史学、
环境科学、社会学、文学、地理学、生态学、公共管理

学、教 育 学、民 族 学、水 产 养 殖、艺 术 学、统 计 学

等。［30］越来越多的新成果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有

学者统计，从诺贝尔奖设立到 50 年代，获奖项目

中交叉学科数所占比率分别为 36．23%、35．14%，

进入 50 年代以来，在 20 世纪第三个 25 年中，诺贝

尔奖中学科交叉比率由 35．14%飙升至 42．71%，

增加了 7．57%。［31］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说，知识不再是“闲逸的好

奇”，而是在应用下生产; 知识不再是只解释过去，

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吉本斯( Michael Gibbons) 将

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称之为“模式 1”，而将新的知

识生产模式称为“模式 2”。相对于“模式 1”来说，

“模式 2”具有一些新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 知识

在应用的背景下生产。［32］在知识生产模式 2 的基础

上，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 Elias G． Carayanni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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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一步提出并阐释了知识生产模式 3。知识生产

模式 3 是为了知识创造、扩散与使用，由“创新网

络”和“知识集群”组成的模式。它是一个多层次、
多模式、多节点和多边的体系，包括相互补充和不

断加强的创新网络以及由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组

成的知识集群。［33］知识生产模式 3 特别强调创新，

强调教育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 强调知识集群，

体现学科交叉的必要与学科边界的模糊。
从符合国情的角度说，当前我国文科发展需

要满足两方面要求: 一是中国的文科发展应有中

国自己的特色，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吸

收与借鉴。在文科发展过程中要体现中国特色，

发展中国学派。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具有的特点应把握三个方面: 体现继承性、民
族性，体 现 原 创 性、时 代 性，体 现 系 统 性、专 业

性。［20］要“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

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34］二是中国的文科发展不

再局限于中国，而要放眼世界，在“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前提下，要参与国际竞争，在世界学术舞台

上担当大任。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

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

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

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

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

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20］

可见，中国“新文科”固然具有世界学术体系

所言“新文科”之普遍性特征，如新技术革命的蓬

勃发展给文科带来冲击，导致文科逐渐式微，迫使

文科进行改革和创新，促使美国西拉姆学院提出

的“新文科”进行专业重组与学科交叉。但中国

“新文科”与中国国情密切相关，深具中国特色: 一

方面，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新文科”概念的提出是

“自上而下型”的国家主张，“新文科”建设也是

“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工程; 另一方面，中国“新文

科”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全盘否定，而是对中国传统

优秀文化的执着坚守和传承。换言之，中国“新文

科”之新，除了国家意志这一典型特色外，其最重

要的特色就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

传承。这些特征是由中国国情和中国体制所决定

的，体现在多个方面: 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

同体以及此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中国

表现等一系列富有成效、让世界认可的国家主张

或行动，无不彰显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智慧和

力量。这是中国“新文科”区别于其他国家文科建

设的最主要特征。

三、“新文科”的建设路径

任何改革都不应是对既有传统的简单否定或

全盘抛弃，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此所

谓“扬弃”。作为一种国家主张和一项国家工程，

中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和“新文科”建设工程

的推进，也不例外。建设中国“新文科”，不仅需要

符合时代发展背景，顺应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还要

遵循学科发展内在逻辑和固有特点。因此，建设

中国“新文科”，必须充分考虑并尊重时代背景、国
家需求、大学和文科发展历史及其规律。

学界一般认为，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从传统的“大学三功能说”
演变历史来看，无论是以英国牛津大学为代表的、
之于“博雅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还是以德国柏

林大学为代表的、之于“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科

学研究功能，还是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
之于“大学服务和引领社会”的社会服务功能，这

些功能的诞生、发展都拥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其

中蕴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35］遵循这种历史发

展的必然性，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

个方面思考和选择中国“新文科”建设的战略路

径，便成情理中事。此外，随着中国“新文科”建设

工程的实施和推进，传统的大学文科管理范式也

必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创新大学文科管理，也自

然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承应这样的挑战，大学

文科建设必然会出台相应的新举措。总体而言，

这些新举措应聚焦于四个方面: 实施人才培养的

新模式，适应学术研究的新范式，确立顺应社会需

求的新标准和探索文科管理的新方法。
( 一) 实施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从培养目标来看，“新文科”应当注意人才培

养中的创新、适应与卓越。就创新而言，传统的以

继承为主的文科教育需要转向以创新为主的文科

教育。有人形象地比喻为从“守城”到“攻城”: 传

统的文科教育目标是培养“守城”人，而新的文科

培养目标应是培养“攻城”人。“从事人文学科教

学和科研工作的大学工作者，想要在转基因、环境

变迁、人工智能、生物本体的改造等领域进行新的

批判，甚至对人类还没有探索到的领域进行人文

关怀，就必须让自己的知识管理从‘守城式’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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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城式’。”［4］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新文科”所主

张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创新，并不是对传统文科

的全盘否定，而是继承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提升

与超越。就适应而言，人才培养必须符合国家发

展需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指出: “积极推进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紧扣国家发展

需求，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着力

深化专业综合改革，优化专业结构，积极发展新兴

专业，改造提升传统专业，打造特色优势专业。”［36］

就卓越而言，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需注重卓越人

才的培养，当前“双一流”“‘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均涉及一流人才的培养。
从课程设置来看，传统文科课程设置难以适

应当下的时代发展特点。众多学科专业课程结构

不合理，有学者对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

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分析，发现“在三所高

校所开课程中，涉及新媒体、数学技术、营销传播

类的课程并不多”，而广告企业的人才需求“主要

集中在网络技术类、媒介类、客户服务类、策划类

和设计类职位。其中网络技术人才需求最大”。［18］

课程设置的及时更新、学科专业的交叉已成为新

文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教学方式来看，随着新技术的推进，新文科

教学手段多样化，大量新技术渗透到文科教学中。
例如法学教育，“随着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

术发展，法学教育在实验教学上面临着显著的挑

战和机遇，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其需求，使用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设计和实现法学虚拟

实验教学平台，能直击法律文书、案例研讨、模拟

法庭与法律诊所等高校法学实践课程的痛点，使

信息技术驱动下的实验平台与传统法学实验课程

互相辅助”［37］。再如文科实验室，文科教学从只关

注资料室、图书馆到而今也需要建设实验室。教

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 2018 年 9 月在《关于提高

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

才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中表示: “增设 20 个

国家级新闻传播融媒体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

50 个新闻传播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加快

培养会使善用‘十八般兵器’的全媒化复合型新闻

传播人才。”［38］

( 二) 适应学术研究的新范式

就学术研究技术化而言，由于新技术革命的

推进，文科的学术研究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在当

今文科的学术研究中，新技术越来越渗透于其中。

不会运用新技术从事文科的学术研究变得越来越

难。从学术资料的角度来说，当前许多学术资料

都已经实现数据化，资料的数据化使得研究资料

的获得越来越便捷，不会运用互联网、数据库来获

得资料必然导致研究的落后。从研究方法的角度

来看，文科出现越来越多的与新技术关联的研究

方法。例如，就历史研究而言，随着统计软件的层

出不穷，传统计量史学面临新的挑战; 就比较研究

而言，随着互联网、数据库的普及，以前信息迟滞

而现在可以做到与世界同步。文科研究者不得不

认同、适应和接受学术研究的技术化。马费成认

为，“电子踪迹、社交媒体、数字文本以及空间位置

信息等大规模数据已经广泛渗透应用于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之中”，并通过具体例子表示在大数据时

代，利用数据方法和分析手段，可以实时洞察热点

事件，更好地解读人类行为规律，用科学来破解文

学争议，有利于宏观分析历史变化等。［39］

就学术研究的跨学科性而言，传统的文科研

究多是单打独斗、单兵作战式的研究，研究者也常

自诩为“闲云野鹤”。传统的文科研究范式可以形

象地描述为“跑单帮”的“挑货郎”，显然，这不符

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如何将传统“跑单帮”的

“挑货郎”工作样态打造成“跑马帮”的“团队”样

式，“跨学科”建设科研团队和科研平台便成为高

校文科科研管理必然的路径选择。［40］从现代知识

生产来看，“交叉学科已成为知识生产过程的一部

分，而不是单一学科的外围事件，教与学、研究与

学术以及服务工作，不再简单地是学科内部或学

科外部的问题，学科交叉既在学科之内，也在学科

之外”［41］。我国文科发展尤其重视多学科交叉。
例如，数字人文就是近年来新兴的文理交叉领域，

“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的专家与人文领域的研究

者合作，使数字仓储、文本挖掘、数字图书馆、虚拟

现实、信息可视化等信息技术在人文领域得到应

用，为传统的人文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

法和研究范式”［19］。
就学术研究的应用性而言，主要表现为三个

方面: 适应社会需要，体现中国特色，在世界舞台

上发声。一是适应社会需要。文科学术研究不再

是“书斋式”的自我兴趣沉湎，也不是“象牙塔”里

的自说自话，而是要“走出校园”，密切联系社会，

深入了解社会，结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

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功能，服务于社会。［42］二是体

现中国特色。学术研究应扎根于神州大地，体现

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文化，尤其对于体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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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的“绝学”“冷门”学科，要加以保护。三是

在世界舞台上发声。我国文科学术研究不仅要体

现中国特色，更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在世界学

术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为此，学术研究应特别

强调卓越。
( 三) 确立顺应社会需求的新标准

传统文科的学术研究往往是象牙塔式的研

究，文科学者强调个体学术兴趣，不太关注，甚至

看轻或无视国家、社会需求; 即使有学者重视国

家、社会需求，往往由于囿于私人书斋而苦于缺乏

相应平台或通道。当前“新文科”建设特别强调国

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这就特别需要学校管

理者建立平台，打通大学文科发展与国家、社会需

要的联结通道。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在各高校蜂拥而起，正是顺应社会需求、建立联结

通道的表现。
相对于强调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主要

功能的理性主义大学理念，实用主义大学理念十

分强调和注重大学社会服务功能。这一理念 ( 威

斯康星理念) 源于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却影响甚

至主宰了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就

社会服务功能而言，“智库”即便不是现代大学社

会服务功能得以有效彰显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

路径选择，依托大学丰富的文科资源，可以将大学

智库建设成为连接区域与世界创新体系的“桥头

堡”，成为储备先进科研成果和先进管理理念的

“蓄水池”，成为学界、业界和政界人才流动的“旋

转门”。［42］比如，中国高校第一家以“智库”名称命

名的高校智库“苏州大学东吴智库”连续 6 次举办

“对话苏州发展”高阶论坛，助推苏州改革发展;

“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展智库”将苏州科技大学城

市规划、环境保护等特色、优势学科与心理学、管

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有机融合，研究成果不仅得

到江苏省委主要领导的重要批示，而且促进、支撑

了苏州名城保护相关法规的出台。这两家大学智

库分别获批为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江苏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且均已跻身“中国智库

索引”( Chinese Think Tank Index，简称 CTTI) 。这

一系列成功实践，也再次有力验证了“新文科”建

设强调学科交叉、融合并服务社会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
中国特色新型大学智库的出现，对大学文科

建设最直接的挑战就是科研成果的评价。传统的

大学文科科研评价主要关注科研项目、论文、著

作、获奖等指标的数量和等级，这也几乎成为学术

共同体衡量学者学术水平、治学能力的基本共识

和通用标准。中国“新文科”建设强调，大学不仅

需要一如既往地繁荣和发展学术事业，还要积极、
主动服务社会发展和国家需求。对大学文科而

言，不仅需要以传承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己任，

还要成为国家和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显

然，这一时代要求不仅对学术共同体的传统学术

评价理念提出了挑战，也给大学文科管理实践( 尤

其是文科科研评价制度) 提出了刚性的变革要求。
总而言之，“新文科”建设必须确立顺应国家需要

和社会需求的新标准。
( 四) 探索文科管理的新方法

顺应“新文科”国家发展战略，根据学术发展

的内在逻辑，高校文科管理 ( 尤其是文科科研评

价) 应当遵循六项基本原则: 遵循“差异性原则”，

精准把握科学理性; 遵循“历史性原则”，消解马太

负效应; 遵循“开放性原则”，优化管理层级结构;

遵循“多元性原则”，有效实施分类管理; 遵循“人

本化原则”，充分彰显人文关怀; 遵循“特殊性原

则”( 或称“例外原则”) ，有效修正管理偏差。据

此，可使整个评价系统运作富有弹性与契合度，最

大限度地促生学术机体组织正反馈建设性进化，

使研究者拥有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43］

此外，在高校文科管理制度设计过程中，还应

当关注三点: 模糊学科界限，建设跨学科平台，扶

持特色、优势学科。就模糊学科界限而言，传统的

文科管理特别强调学科边界，例如项目申报、职称

评审等，首先必须确定学科归属，甚至是按岗位、
身份来确定研究人员所在学科。在“新文科”建设

过程中，应当模糊学科边界，至少可以让研究者自

行确定自己所研究的学科领域，从而减少很多无

谓的争执，促进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促使边缘学

科、交叉学科的诞生与发展。就建设跨学科平台

而言，这是联结不同学科研究人员，促进各学科研

究人员沟通的有效方式。顺应学术研究的发展趋

势，多个高校相继成立了跨学科研究平台，如北京

大学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社会与金融

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

平台、上海交通大学跨学科叙事研究中心、浙江大

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学衡跨学

科研究中心、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

究中心等。此外，“新文科”建设不仅仅是体现新

技术，面向创新，而且要符合新国情，研究中国问

题，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特色，阐述中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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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扶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科，铸就中国的文化

自信。通过扶持优势学科，追求文科的卓越。这

样，文科才能“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

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让世界知道‘学术

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

的中国’”。［20］

参考文献

［1］吴岩司长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EB /OL］．［2020－03－07］．https: / / jdx．
cdtu．edu．cn / info /2042 /3358．htm．

［2］冯果．新理念与法学教育创新［J］．中国大学教学，2019，( 10) : 32－36．
［3］马骥．新文科背景下《决策理论与方法》课程教学改革分析［J］．知识经济，2019，( 30) : 144－145．
［4］吴岩．“守城”到“攻城”: 新文科建设的时代转向［J］．探索与争鸣，2020，( 1) : 26－28．
［5］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M］．孙岳，译．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6．
［6］J．康利，戴侃．美国社会科学面临的危机———研究经费的削减和公司的挤入［J］．国外社会科学，1983，( 11) : 26－27．
［7］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 利奥塔访谈、书信录［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86．
［8］刘小兵．对新文科的思考和看法［J］．中国高教研究，2019，( 10) : 12．
［9］国务院科教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教材选编( 大学部分) ［M］．国务院科教组，1972: 105．
［10］山东师院中共中文系总支委员会．在战斗中建设新文科———围绕批林批孔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的体会［J］．山东师

院，1975，( 1) : 13－18．
［11］樊丽明．对“新文科”之“新”的几点理解［J］．中国高教研究，2019，( 10) : 10．
［12］刘仲林．跨学科学导论［M］．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2－3．
［13］麦可思，王慧．一场新文科的尝试［N］．北京日报，2018－09－19( 19) ．
［14］郝春文．新方法、新领域、新手段———近 30 年来的中国历史学［M］/ /论坛文集编委会．改革开放与理论创新( 第二

届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文集)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16．
［15］张盖伦．新文科来了这是场跨界融合的探索［N］．科技日报，2019－06－13( 8) ．
［16］吴岩．加强新文科建设培养新时代新闻传播人才［J］．中国编辑，2019，( 2) : 4－8．
［17］李永杰．推进新时代文科建设［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6－03( 1) ．
［18］姚曦，李春玲．互联网、大数据、营销传播结构主义视角下我国高校广告教育体系的解构与重构［J］．新闻与传播评

论，2015，( 1) : 163－178．
［19］张胜，王斯敏，胡海男．新文科“新”在哪儿? 并非“科技+人文”那么简单［N］．光明日报，2019－07－23( 8) ．
［20］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 /OL］． ( 2016－05－17) ［2020－03－07］．https: / /www．xinhuaned．

wm / /politics /2016－051181c_1118891128．htm．
［21］吴岩．新时代高等教育面临新形势［N］．光明日报，2017－12－19( 13) ．
［22］陈跃红．新文科: 智能时代的人文处境与历史机遇［J］．探索与争鸣，2020，( 1) : 11－13．
［23］魏琛．新文科视域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五个维度［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1) : 39－50．
［24］刘艳红．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服务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9，( 4) : 115－118．
［25］周毅，李卓卓．新文科建设的理路与设计［J］．中国大学教学，2019，( 6) : 52－59．
［26］夏文斌．新文科新在何处［J］．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33( 6) : 133．
［27］田晓明．文化建设的思考与隐忧［J］．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3( 6) : 1－10．
［28］胡明宇．苏州大学“理解广告”教学的创新实践［J］．中国广告，2019，( 12) : 87－89．
［29］李秀娟，张志辉，邹猛，等．需求视角下的交叉仿生学科及专业设立必要性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

( 2) : 46－49．
［30］王新才，杨千，王海宁．国内与国际跨学科研究人员文献需求的对比分析———以南海争端问题为例［J］．图书情报

工作，2018，( 5) : 6－14．
［31］张春美，郝凤霞，闫宏秀．学科交叉研究的神韵———百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探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

·28·

教育科学版 2020·2



( 6) : 63－67．
［32］Gibbons M．The university as an instru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basic research: the implications of mode 2

science［M］/ /Dill D D，Sporn B．Emerging patterns of social demand and university reform: through a glass darkly．Paris:
IAU Press，1995: 92．

［33］Carayannis E G，David F J． Campbell．Mode 3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quadruple helix innovation systems: 21st－century
democracy，innovation，and entrepreneurship for development［M］．New York: Springer，2012: 3．

［34］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J］．求是，2019，( 23) : 4－8．
［35］衣俊卿，田晓明．文化忧思录［J］．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3( 3) : 1－7．
［36］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EB /OL］．［2020－03－07］．http: / /www．moe．gov．cn /

srcsite /A08 /s7056 /201904 / t20190409_377216．html．
［37］王占全，陈亮，周登谅，等．新文科背景下法学虚拟实验教学平台的设计与实现［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9，

( 12) : 208－215．
［38］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

见［EB /OL］．［2020－03－07］ ．http: / /www．moe．gov．cn /srcsite /A08 /s7056 /201810 / t20181017_351893．html．
［39］马费成．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深度融合［J］．评价与管理，2018，16( 2) : 1－5．
［40］田晓明，徐维英．思考与探索: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J］．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35( 3) : 11－23．
［41］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M］．姜智芹，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1．
［42］田晓明，张婷婷．思考与探索: 新型智库建设［J］．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6( 6) : 14－20．
［43］孙建群，田晓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基本遵循［J］．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0( 6) : 23－31．

［责任编辑: 罗雯瑶］

On the Origin， Characters， and Paths of New Liberal Arts

HUANG Qi-bing1 TIAN Xiao-ming2

( 1． School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9， China)

Abstract:With the promotion of new technology， the generation of new demands， and the drive of new
conditions， New Liberal Arts emerged in China．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rdisciplinarity， application－oriented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focus on addressing local needs． Given its origin in the new conditions of China and
the task to address local needs， New Liberal Arts in China differs from parallel trends in other countries in two
aspects． First， it is a government－conducted project through a top－down approach． Second， it carries with it
the honored legac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ur new approach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ew
Liberal Arts can be identified． In personal training，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nnovation， adaptation， and
cultivating excellence， with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being adapted to the changing times． In academic research，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the technology － assist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findings． In social services， a premium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needs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management， attemp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cross the boundaries of disciplines and to build an
interdisciplinary platform， while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ve and established disciplines．
Key words:New Liberal Arts; origin; characteristics;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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